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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字乡村政策文本挖掘的中央政府府际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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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意义】本文通过对数字乡村政策文本主体进行挖掘，致力于揭示政府各部门间的合作与互动情况及

演变，以及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效率，为探讨数字乡村政策的有效性研究提供更为全面的视角。【方法/过程】本文基

于 2017年-2023年中央政府及各部委颁布的 56篇关于数字乡村的联合政策文本，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可视化

分析工具 Gephi，对政策文本主体绘制了合作网络并进行府际关系分析，揭示了政府各部门间的合作关系及演变。

【结果/结论】分析结果表明，数字乡村政策府际关系整体网络呈现无标度的特征，机构合作呈平行扩散趋势；府际

网络内合作关系分为政治激励型、效益促进型协作模式；数字乡村府际合作网络内部呈现合作机构逐次增加、合作

领域逐步多元、合作关系逐渐紧密的趋势。【创新/局限】本文通过分析数字乡村政策发文主体网络特征可以更好地

了解各机构在数字乡村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合作与互动情况，以及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效率，为进一步探讨数字乡村

政策提供更全面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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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

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然而，当前

在数字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国内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逐渐显

现【1】，主要体现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信息服

务、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差距逐渐拉大。这不仅限制了农村经

济的持续发展，加剧了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影响了农村

居民的生活质量，加大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2】。此

外，数字鸿沟还使得城乡教育和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不均，

进一步加剧了城乡人口流动和社会的不稳定。由此可知，城

乡之间的数字鸿沟给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带来了许多

危害，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来缩小城乡数字技术发展与应用

的差距。

因此，为了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助力数字中国全面发展，

我国政府明确提出推动数字乡村的发展战略。如，中共中央

于 2018年“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并且为了进

一步在不同领域实施具有针对性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自

2018年以来中央政府和各部委不断颁布面向不同领域的数

字乡村制度安排。在此过程中，为了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政

策措施，各职能政府之间需要频繁进行信息互通与交流。这

使得诸多不同权力部门形成协调与相互合作的网络—府际

合作网络，不仅包含纵向不同行政层级的政府机构间合作网

络，又包含横向同一行政层级不同政府间合作网络【3】。

当前已有研究证实，府际合作不仅有助于政府部门之间

的经验分享与互动，促进政策创新，提升政策实施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4】，又可以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范围，提高政策执

行力【5】。而且研究数字乡村政策下的府际关系对于实现政

策目标、提高政府效率、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提升国家治

理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价值。因此可知，

政府的府际关系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的

研究。

鉴于此，本文基于 2017年-2023年中央政府及各部委颁

布的 56篇关于数字乡村的联合政策文本，运用社会网络分

析方法，对政策文本主体绘制了合作网络并进行府际关系分

析，致力于揭示政府各部门间的合作关系及演变，解决数字

乡村政策府际关系协同合作中的发展问题。具体目的和意

义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①促进政策制定与实施优化。通过

发现政策实施中的核心部门和不同政府之间的互动模式，可

以为数字乡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使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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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②协助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府

际关系研究有助于识别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资源配置问题，

识别政策关注焦点，促进资源在各级政府间合理流动和高效

利用，尤其是在资金、技术、人才等关键资源的分配上。③推

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数字乡村的建设是新时代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研究府

际关系可以促进政府间信息的流通，提高协同性和响应速

度，增强治理效率。

1   相关研究综述

数字乡村战略作为国家振兴乡村事业的重要战略部署

已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热点。目前关于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主

要集中在 4个方面：①是数字乡村政策下，数字经济赋能乡

村产业振兴的路径、机制研究。马改艳【1】等学者研究数字经

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内在机制，归纳出以数据为核心的数

字经济会通过四个效应（效率提升效应、效益改善效应、结构

优化效应和产业创新效应）实现乡村产业优化升级，提高产

业效益，实现产业振兴。张蕴屏【2】在研究数字经济赋能乡村

振兴的理论机制时发现数字经济通过纳入数据要素到农业

生产、培养数字化思维、加强乡村数字化治理模式的方式实

现乡村产业振兴。②是数字乡村评价研究。段尧清【3】等学

者构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数字乡村政

策的有效性进行评估。③是数字乡村建设遇到的现实困境

和优化路径研究。刘天元【4】基于治理现代化视角，发现数字

乡村建设面临着技术排斥、形式主义、数字鸿沟、原有治理精

英退出以及治理异化等现实困境。沈费伟【5】基于衢州市案

例探讨数字乡村政策在该地区扩散的困境和创新途径时发

现该地存在忽略地方治理特色和忽略内部整体动员等问题。

④是乡村数字化治理新模式研究。苏岚岚和彭艳玲【6】通过

对农民数字素养建立评估体系，提出提升农民数字水平、完

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乡村数字治理新模式。丁波【7】研究

数字乡村治理新模式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以数字空间为手

段，构建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数字治理，能够提高乡村

数字化治理能力，推动乡村治理转型。以上研究为数字乡村

发展在优化路径、单一效果评价等方面丰富了科学成果【8】。 
府际关系最早是用来研究罗斯福新政时期政府之间复

杂利益关系而受到学者广泛关注【9】。之后逐渐被研究人员

用来分析不同层级、不同职能政府间复杂且交叉的权力体系

相互协作时产生的知识扩散【10】，府际关系研究关注的是管

理幅度、管理权力、管理收益的问题【11】。府际关系对于区域

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具有重要意义【12】。通过研究府际关

系，可以确保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资源共享、信息交流和政策

协调，从而更好地了解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

资源禀赋，有助于制定合理的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确保政

策的可操作性和可行性，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实施效果。杨

宏山【13】从府际关系的视角，构建住房保障政策执行的“路

径-激励”分析框架。张明军和汪伟【14】研究表明，利用“府际

治理”理论来协调地方政府关系，是解决市场机制和科层制

在协调政府间关系时两难困境的正确选择。此外，研究府际

关系还有助于确保政策评估的客观性，避免因地域、政治、经

济等因素导致的评估偏差。傅永超、徐晓林【15】以长株潭城

市群为例，运用府际管理的基本理论，结合中国政治行政体

制的特点，提出以构建政务环境、经济环境、生态环境和信息

环境为基础平台的网状政府合作模式。随着数字技术的不

断发展和创新，研究府际关系也可以为不断谋划完善的数字

乡村政策提供更多的合作机会和资源支持，推动各级政府在

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进行有效的合作和创新，促进数字乡

村建设的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当前学术界对数字乡村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阐释数字乡村的内涵、优化路径、政策单一效果评价等方

面，目前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和局限：在研究内容上，缺乏

对数字乡村政策文本内容的分析。政策文献能够反映政策

主体、政策客体、政策目标、工具、政策侧重点等一系列问

题【16】，研究府际关系也可反映出政策目标、配置等政策合理

性，具有较高研究价值。现有研究中，鲜少人员通过研究政

策文本中的主体间的府际关系洞察数字乡村建设的复杂性

和交叉性。在研究方法上，目前采用量化分析数字乡村政策

文本的文献较少。本文为了弥补上述研究不足，深入挖掘数

字乡村政策的中央政府府际关系网络，探究其合作趋势及对

数字乡村政策发展的影响。

2   研究设计

22..11    政策文本搜集政策文本搜集

本文以 2017年 2月作为政策文本收集的时间起点。原

因主要在于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2017年 2月颁布的《关于深

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

能的若干意见》，首次明确指出要通过信息化手段，改善农村

地区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农业生产等方面的条件，提高

农民的生活水平。因此，本文将该政策的公布时间设为时间

起点，搜索该时点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业农村部等官方国家网站发布有关数字乡村政策的

文件，并剔除了活动通知类、名单目录类等缺乏关键词或相

关性低的政策文本，最终筛选出相关性较强的 56 份政策

文本。

22..22    政策发展阶段划分政策发展阶段划分

从政策逐年发布数量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首先，政

策数量逐年增加，从2017年到2021年，数字乡村政策的数量

逐年上升，显示出政府越来越重视数字乡村建设，同时也反

映出数字乡村建设的需求和问题在不断增加，政府需要采取

更多的政策措施来推进数字乡村发展。其次，政策增长趋势

在 2022年有所放缓，虽然 2022年发布的数字乡村政策数量

仍较多，但与 2021年相比有所减少。这意味着一些政策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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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取得了初步的效果，现有政策已经较为完善，政府在后续

相关政策颁布时调整政策重点和策略。从整体趋势看，数字

乡村政策在近几年逐渐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关注。这也表明

数字乡村建设对于农村地区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等方

面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 56 份政策文本中，用关键节点性技术创新政策划

分不同政策阶段来分析不同时间阶段政策发展的特点和趋

势，以及政策之间的关联和影响。划分时间阶段的依据是根

据三个重要节点性政策的发布时间，这些政策分别是 2018
年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2019 年的《数字乡

村发展战略纲要》和 2021年的《数字乡村建设指南 1.0》。以

下是对这几个重要节点性政策特点的总结，如图1所示。

（1）《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2018年）。

该政策旨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现代

化。规划明确了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保障措

施，其中首次涉及到数字乡村建设的部分，主要体现在推进

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业现代化与信息化融合等方

面，是数字乡村战略被提出实施的重要节点。

（2）《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2019年）。

该政策明确了数字乡村发展的总体目标、战略任务和重

点领域，着重强调了数字技术在乡村发展中的应用。政策提

出了加强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发

展智慧农业、优化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等措施，以实现数字乡

村的可持续发展。《纲要》首次明确对数字乡村建设作了分阶

段规划和实施部署，是推动数字乡村政策战略部署的重要

节点。

（3）《数字乡村建设指南1.0》（2021年）。

该政策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具体的实施指导，明确了

数字乡村建设的基本原则、技术体系和实施路径，是推动数

字乡村战略具体实施的重要节点。政策强调了数字乡村建

设应以满足农民需求为导向，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推动数字

技术与农业、农村、农民的深度融合。

基于这些节点性政策，将研究时间段划分为 2017-2018
年、2019-2020年和 2021-2023年。阶段性划分政策有助于

捕捉每个阶段政策特点的变化，以及不同政策之间的互动和

影响【17】。例如，2017-2018 年主要关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

施，2019-2020 年则着眼于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

施，而 2021-2023年则聚焦于数字乡村建设的具体实践和优

化。其次，划分政策阶段有助于更深入地研究政策演进过程

中的不同阶段特征、政策目标、实施策略以及相关政策之间

的互补和协同作用，根据不同时间段深入分析各阶段政策的

重点和发展趋势。

　2017-2018 年：这一阶段，政策主要集中在乡村振兴

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政策制定的主要领导部门集中于中共中

央和国务院，它们关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现代化，为

数字乡村战略提供领导意见、战略布局以及为后续该战略的

发展奠定基础。

　2019-2020 年：这一阶段，政策开始明确提出数字乡

村发展战略，强调数字技术在乡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推动

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新业态发展、智慧农业发

展等方面的工作。

　2021-2023年：这一阶段，政策更加具体化，提供了数

字乡村建设的实施指导，强调以满足农民需求为导向，结合

当地实际情况，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农民的深度融

合，优化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实现数字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研究不同阶段的政策特点和发展趋势，可以更全面

地了解数字乡村政策的演进过程、政策目标和实施策略，为

相关政策的制定和优化提供有益参考。

图 2 展示了各机构首次颁布数字乡村战略相关文件的

时间，从2017年到2023年，该政策开始在不同部门间平行扩

散。2017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首次提出涉及农业数字化的

战略部署，在随后的五年间，该政策集中出现在了农业农村

部、财政部、科技部、国家发改委等一系列机构颁布的政策文

件中，这种平行扩撒趋势说明数字乡村政策在几年间开始全

面部署，国家在内部为该政策的实施提供了财政、技术等方

面的保障，在外部积极宣传农旅融合、农村电商等新型产业

模式。2020 年，颁布数字乡村相关政策的机构主要有工信

部、财政部、发改委、科技部等，这一时段的政策主要侧重于

图 1  中国 2017—2023年数字乡村政策发展阶段划分

Figure 1  China's Digital Countryside Policy Development Stages (2017-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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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投入资金支持和合理资源配置，加强农村地区的网络基

础设施建设，加强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应用，通过大

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农业生产过程精细化管

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随着网络基础设施

的完善，农村电子商务得到发展，市场监管总局在确保农产

品质量满足消费者对绿色、安全、优质的需求时发挥重要作

用。2021 年之后数字乡村政策开始出现在国家能源局、文

化和旅游部、国家卫健委、住建部等机构的政策发文中，代表

这一时段的政策重点开始侧重于建立农村地区信息化管理

系统，实现对农村公共资源的高效配置和管理，以及普及农

村信息服务，提高农村居民教育水平、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

由此可见，数字乡村政策在不同机构部门间平行扩散的过

程，也代表着国家不断推动数字乡村政策实施部署，努力实

现农村地区全面振兴的进程。

3   数字乡村公共政策府际关系分析

33..11    数据描述性统计数据描述性统计

3.1.1  联合发文数量统计

表 1展示了不同机构在联合发文中出现的次数，该表主

要反映了这些机构在数字乡村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参

与度，同时可以了解到各个机构在数字乡村政策方面的影响

力和其间合作情况【18】。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委员会、农业农村部和国务院在联合发文中出现的次数最

多，均为 16次，这说明这四个机构在数字乡村政策制定和实

施中具有主导地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工业和信息

化部在联合发文中出现的次数相对较多，分别为 12次，这表

明这两个部门在数字乡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也起着较为

重要的作用。其他机构如国家乡村振兴局、市场监管总局、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信息化发展局等在联合发文

中出现的次数较少，但它们仍然在特定领域或方面对数字乡

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影响。

总体来说，这些数据反映了各个机构在数字乡村政策制

定和实施过程中的合作与互动情况。分析这些数据有助于

了解政策的制定者、实施者以及不同机构在政策制定过程中

的权重和协同作用，为深入研究数字乡村政策提供更全面的

视角。

表 1  机构联合发文数量统计

Table 1  Statistics on the number of joint agency 
communications

发文机构

中共中央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

农业农村部

国务院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

市场监管总局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信息化发展局

科技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

在联合发文中出
现的次数

16
16
16
16
12
12
5
4
4
3
3
3

图 2  政策首次出现时间在机构间的扩散

Figure 2  Inter-agency diffusion of the time when the policy first appe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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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发文机构

财政部

教育部

商务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科学技术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自然资源部

中国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

广电总局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文化和旅游部

国务院扶贫办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退役军人部

人民银行

税务总局

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乡村振兴局综合司

国家能源局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在联合发文中出
现的次数

3
2
2
2
2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3.1.2  单独或第一发文机构政策数量统计

表 2 展示了各机构在单独或作为第一发文机构时的政

策数量统计。这些数据反映了各机构在数字乡村政策制定

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和影响力。

表 2  单独或第一发文机构政策数量统计

Table 2  Statistics on the number of policies of indi⁃
vidual or first issuing agencies

发文机构

农业农村部

国务院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

国家乡村振兴局

中共中央

在独立发文中出现的次数

11
4
3
1
1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农业农村部在独立发文中出现的次

数最多，为 11次，说明农业农村部在数字乡村政策的制定和

实施过程中具有核心地位和主导作用。国务院在独立发文

中出现的次数为 4次，表明国务院在数字乡村政策方面也有

一定的主导作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在独立发

文中出现的次数为 3次，这说明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

会在数字乡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

是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方面。中共中央和国家乡村振兴局

在独立发文中各出现 1次，虽然次数较少，但它们在特定政

策领域中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总体来说，这些数据揭示了各个机构在数字乡村政策制

定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和影响力。分析这些数据有助于了解

政策的制定者、实施者以及不同机构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权

重和协同作用，为深入研究数字乡村政策提供更全面的

视角。

33..22    基于合作网络的实证发现基于合作网络的实证发现

3.2.1  网络拓扑结构可视化

构建政策发文主体网络可以了解各个政策主体之间的

关系和互动，从而更好地把握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全貌【16】。

使用 Gephi 软件绘制数字乡村公共政策发文主体合作网络

结构图，如图 3所示，图中节点为 35个发文主体，连边有 358
条，表示数字乡村公共政策发文主体合作关系，图中节点大

小代表与该发文主体有合作关系的发文主体数量，也就是其

度数中心度的大小，连线越粗表明合作发文越多。由该图可

以看出，数字乡村公共政策发文主体合作网络体现出无标度

特性，极少部分发文主体在网络中起“主导”作用，比如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业农村部等，另一小部分发文主体在

网络中依附于“主导”发文主体进行发文工作，而剩下的绝大

部分发文主体与网络中其他发文主体的联系较松散，在网络

中较孤立地进行发文工作。

3.2.2  整体网络分析

表 3 展示了数字乡村公共政策发文主体合作网络的基

本结构特征。总体来说，表中数据表明数字乡村公共政策发

文主体合作网络中各机构之间的联系紧密，合作关系广泛，

在政策制定和实施周期中协同性较高。

网络密度被用来表示网络中实际存在的连接数与所有

可能连接数之间的比值，用以衡量网络中节点间联系的紧密

程度【19】。值越接近 1，表示网络中的节点间联系越紧密。根

据表 3中的数据显示，该网络的密度为 0.602，说明数字乡村

公共政策发文主体合作网络中的节点间联系较为紧密，各机

构之间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较高程度的合作。该网络连

接数为 358条。连接数代表网络中实际存在的连接总数，由

此可以表明在该网络中存在着大量的实际连接，各机构之间

有广泛的合作关系。且该网络聚类系数为 0.835，聚类系数

被用来衡量网络中节点的聚集程度，反映网络中节点与其邻

居节点之间相互联系的紧密程度。其值越接近 1，说明节点

之间的相互联系越紧密。数字乡村政策发文主体网络的聚

类系数表明网络中节点与其邻居节点之间的相互联系较为

紧密，各机构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形成了紧密的合作群体，居

于主要位置的机构处于密集的集群中，网络中与同一机构相

连的多个机构之间合作发布政策的可能性较高。同时，该网

络的平均度为 20.457，反映了网络中节点的平均连接数和网

络中节点的整体连接情况，其说明各机构在数字乡村政策制

定过程中普遍存在合作关系，“中央”集群机构与集群之外的

机构关联仍然十分紧密。最后该网络的平均步长和网络直

径分别为 1.794 和 4，这些数据表示信息在网络中传播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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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快，各机构间的信息沟通和政策协同效率较高，数字乡村

公共政策发文主体合作网络的最大跨度较小，各机构之间可

以快速进行信息交流和政策协同。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数字乡村公共政策发

文主体合作网络中的机构间关系紧密，这有助于政策的快速

制定和实施，以满足数字乡村建设的需求。各机构在数字乡

村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广泛的合作关系，表明政策的制定不

仅需要各部门的协同，还需要充分考虑跨部门和跨领域的合

作，以实现数字乡村建设的全面发展。高度的聚类系数和较

短的平均步长意味着网络中的信息传播速度较快，这有利于

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提高各机构间的沟通与协同效率，

进而促进数字乡村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表 3  数字乡村公共政策发文主体合作网络基本结构特征

Table 3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asic structure of 
digital rural public policy issue subject cooperation net⁃
work

项目

测量结果

网络密度

0.602
连接数

358
聚类系数

0.835
平均度

20.457
平均步长

1.794
网络直径

4
3.2.3个体网络分析

表 4 展示了数字乡村公共政策发文主体合作网络中各

个机构的个体特征。对于核心网络分析，该表展示了各机构

度中心度、加权度、接近中心度、中介中心度数值。度中心度

表示一个节点与该节点直接相连的边的数量。由表 4可知，

农业农村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和工业和信息化部在网络中的度中心度较高，上述

四个机构参与政策制定、发布、实施合作的频率远高于其他

机构，在机构合作网络中处于较重要的地位，拥有较大的“权

力”。同时上述四个机构的加权度在该网络中也最大，一个

节点的加权度是指与该节点相连的边的权重之和，加权度的

数值越高说明了机构在政策制定合作中的影响力越高。此

外，该网络中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接近中心度最高，一个节

点的接近中心度是指该节点到其他所有节点的平均距离的

倒数。这一指标反映了机构在网络中的相对地位，接近中心

度越高的机构在网络中的地位越核心【20】。而中介中心度反

映了一个机构在网络中的桥梁作用，一个节点的中介中心度

是指该节点在其他所有节点间最短路径上出现的频率，中介

中心度越高的机构在连接其他机构方面越关键。

根据表 4 数字乡村公共政策发文主体合作网络个体特

征的指标结果可以得出以下有价值的结论：

农业农村部在数字乡村政策制定中具有显著的核心地

位，度中心度数值最高（52），加权度数（144）、中介中心度

（144.870635）和接近中心度（0.842105）也均位居前列。这表

明农业农村部不仅参与政策制定、颁布的频率最高，而且在

网络中起到了关键的桥梁作用，在联结其他机构和部门合力

发展数字乡村事业的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中介中心度数

值较大的农业农村部在更大程度上出现在其他两个机构之

间关联合作的最短路径上，对网络中其他机构之间发生政策

制定、颁布关联的控制力强，即更有可能在网络中扮演“中

介”角色。农业农村部在“乡村”发展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

色，它引领乡村制度向数字化发展变革，结合数字乡村发展

的各方面需求，全面部署发展战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工业和信息化部在数字乡村

政策制定中也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的度中心度数为 58，加权度数为 144，接近中心度为

0.864865，中介中心度为 86.003968；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度中

心度数为 44，加权度数为 128，接近中心度为 0.727273，中介

图 3  数字乡村公共政策发文主体合作网络结构图

Figure 3  Structure of the cooperative network of digital rural public policy issuing bodies

-- 739



中心度为 29.403968。这两个机构在网络中的地位次于农业

农村部，但仍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此两机构在机构合作网络

中的位置十分稳固，是重点推动数字乡村政策研究体系发展

的政府机构。国家发改委在制定与实施乡村有关的政策过

程中，承担着管理的角色，带领各部门在探索数字技术的发

展和应用给农村地区发展带来新的产业和商业模式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接近中心度最高（均为 1），但中介

中心度较低（均为 0），这可能意味着它们在政策制定过程中

具有指导性和领导作用，但不直接参与具体的政策制定合

作，同时高接近中心度意味着机构在网络中有较佳的视野，

获取数字乡村领域流动信息的能力较强。

一些部门如市场监管总局、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等，在政策制定合作网络中具有一定的地位，但相

对于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工业和信息化部

等核心机构而言，它们的作用较为有限。财政部作为掌管国

家财政的“命脉”机构，在乡村数字化发展过程中的财政投入

以及财税政策具有决定作用。

总的来说，通过分析表 4的指标结果可以了解到中共中

央和国务院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处于领导地位，但农业农村部

在数字乡村公共政策颁布过程中更具核心地位，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机构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而

主体名称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农业农村部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科学和技术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市场监管总局

商务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

广电总局

退役军人部

中国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

税务总局

自然资源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能源局

国务院扶贫办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乡村振兴局综合司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信息化发展局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

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

度中心度

2
2

58
52
44
44
38
32
30
30
28
26
24
22
18
16
16
16
16
16
14
18
18
18
18
12
12
12
12
12
6
4
4

加权度

32
32

144
144
130
128
46
46
36
34
32
52
34
48
18
16
16
16
16
16
30
18
18
18
18
12
12
12
12
12
10
8
4

接近中心度

1
1

0.864865
0.842105
0.727273
0.727273
0.680851

0.64
0.627451
0.627451
0.615385
0.603774
0.592593
0.581818
0.561404
0.551724
0.551724
0.551724
0.551724
0.551724
0.542373
0.533333
0.533333
0.533333
0.533333
0.533333
0.533333
0.533333
0.533333
0.533333
0.492308
0.336842
0.336842

中介中心度

0
0

86.003968
144.870635
29.403968
29.403968
29.844444
8.968254
8.571429
9.844444
6.157143
2.915873
1.68254

2
0
0
0
0
0
0

0.166667
0
0
0
0
0
0
0
0
0

60
0
0

表 4  数字乡村公共政策发文主体合作网络个体特征

Table 4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rural public policy issue subject cooperation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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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部门的影响力相对较小。

3.2.4  社团检测

表 5 展示了基于 Louvain 算法【21】的社团检测划分结果，

将数字乡村公共政策发文主体划分为五个社团。从这个划

分结果中可以观察到各社团的特点和相互关系：

　领导型社团（社团 1）：包括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这两

个机构在政策制定中具有最高的指导性和领导作用，但可能

不直接参与具体的政策制定合作。

　核心型社团（社团 2）：涵盖了多个与数字乡村政策制

定密切相关的部门，如农业农村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这四

个部门属于核心合作网络，无论在政策发文量、还是从彼此

间的合作密度以及与核心网络外的机构合作频次都呈现高

关联度的状态以及逐渐增加的趋势，在数字乡村政策制定中

发挥关键作用，紧密协作，共同推动政策的实施。

　执行型社团（社团 3）：包括财政部、教育部、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等多个部门，这些部门在数字乡村政策制定过程中

具有一定的作用，但相对于核心型社团中的部门而言，它们

的影响力较小。

　监管型社团（社团 4）：主要包括金融监管相关的部

门，如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这些部门在数字乡村政策制定过程

中可能关注金融支持和风险监管方面的问题。

　副属性社团（社团 5）：包括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

员会信息化发展局、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农业农村

部信息中心等较小的部门，它们在数字乡村政策制定过程中

的作用相对有限。综合以上分析可以说明，在数字乡村公共

政策制定过程中，各个部门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合作和联

系。如社团 2的部门在政策制定中发挥核心作用，而其他社

团的部门则在不同领域提供支持和协助。同时，可以进一步

得出以下有价值的结论：

（1）政策协同性：从五个社团的划分中可以观察到数字

乡村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涉及了多个部门，这些部门需要相互

协作和配合，以确保政策的高效实施。这种协同性强调了政

策制定过程中的跨部门合作和资源共享，有助于提高政策的

实施效果。

（2）政策多元性：五个社团涵盖了不同领域的部门，如金

融、教育、财政、农业等。这表明数字乡村公共政策不仅关注

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化发展，还关注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多

个方面的发展，以实现乡村振兴的综合目标。

（3）政策分工与协作：从社团划分中可以看出，各个部门

在数字乡村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有明确的分工。例如，社团

2的部门主导政策制定，社团 3的部门在特定领域提供支持，

而社团 4的部门关注金融支持和风险监管等方面。这种分

工和协作有助于提高政策制定的效率和实施的顺利性。

（4）政策领导层的引导作用：从社团 1 中的中共中央和

国务院可以看出，政策领导层在数字乡村公共政策制定过程

中具有引导和指导作用。这有助于确保政策的正确方向和

一致性，为各个部门的协同工作提供支持。

4   研究结果与讨论

44..11    研究结果研究结果

本文基于 2017年-2023年中央政府及各部委颁布的 56
篇关于数字乡村内容的联合政策文本，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

法，致力于揭示政府各部门间的合作关系及演变，研究发现

网络结构具有以下的特点：

（1）数字乡村政策府际合作整体网络呈现无标度的特

征。数字乡村公共政策发文主体合作网络体现出无标度特

征。极少部分发文主体在网络中起“主导”作用，比如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农业农村部等，另一小部分发文主体在网

络中依附于“主导”发文主体进行发文工作。数字乡村公共

政策发文主体合作网络中的节点间联系较为紧密，网络中存

在着大量的实际连接，网络中节点的聚集程度高，各机构之

间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较高程度的合作，形成了紧密的合

作群体，机构间的信息沟通和政策协同效率较高，关联度高。

（2）数字乡村公共政策发文主体合作网络个体特征的指

标结果可以归纳为四种类型：高接近中心度—低中介中心

度、高接近中心度—高中介中心度、高度中心度—低中介中

心度、低加权度-低中介中心度。

　高接近中心度—低中介中心度。这表示在政策网络

中，上述两个发文主体拔离于其他发文主体，与其他政策主

体合作发文量较少，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起领导布局和统筹路

表 5  Louvain算法社团检测划分结果

Table 5  Louvain's algorithm association detection segmentation results

社团类型

领导型社团

核心型社团

执行型社团

监管型社团

副属性社团

成员

中共中央、国务院

农业农村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市场监管总
局、科技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科学技术部、商务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乡村振兴局综合
司、广电总局、人民银行、税务总局

财政部、教育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退役军人部、银保监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务
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能源局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信息化发展局、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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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等的作用。在该网络中，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呈现出这组

形态。

　高接近中心度—高中介中心度。这表示它们在网络

中的相对地位高于其他机构，处于核心地位。同时该形态机

构具备庞大的“关系网”，在联通、调度其他政策主体的过程

中起关键作用【22】。国家发改委和农业农村部呈现出这种

形态。

　高度中心度—低中介中心度。这表示这种形态的机

构在政策制定的合作关系网络里起主导作用，处在较为关键

的位置，但在府际合作时对其他政策主体不起领导作用。科

技部、住建部等在该网络中呈现这一特点。

　低加权度-低中介中心度。这类形态在网络中的影

响力较低，展现“各司其职”的特点，多体现在职能部门的网

络特点中。如银保监会、国家卫健委等。

44..22    讨论讨论

本文收集 2017年 2月-2023年 4月以来颁布的数字乡村

政策相关文本，并按照政策实施内容的转折分为三个阶段进

行分析，其时间段分别为 2017-2018 年、2019-2020 年、

2021-2023年。通过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数字乡村政策府际合作网络呈平行扩散趋势。2017
年到 2018年，数字乡村政策的战略部署主要由中共中央和

国务院来主导，这两个部门组成一个二分段网络。虽然中共

中央和国务院在几年间一直持续颁布指导性文件，但由于政

策重点随时间发展由规划型内容向具体实施型内容倾斜，从

2019年到 2020年开始，该府际网络的“主导权”逐渐由中共

中央和国务院向职能部门转移，农业农村部和工信部对乡村

的发展和数字化产业的发展负有主要责任，由它们构成核心

部分的数字乡村政策府际网络开始不断向更多互补型职能

部门和其业务上下游部门辐射。同一发展时段，财政部和科

技部等基础保障部门从资金、技术等方面为数字农业、农村

电商、乡村治理数字化和乡村公共服务数字化等战略的全面

实施保驾护航。诸如财政部等机构因为其职能“专业”性，在

合作过程中对其他部门的资源调动能力有限，所以像国家发

改委等综合统筹管理，实现资源合理化配置的部门也应运成

为府际网络核心。府际网络形成主体不断增多，主体间合作

趋于紧密的平行扩散趋势。

（2）府际网络内合作关系分为政治激励型、效益促进型

协作模式。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职责是树立数字乡村发

展战略的政治目标，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政治共识，给行政

系统出具行动指南并在系统内形成政治压力【23】。2018年中

共中央、国务院颁布《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后，各层级政

府机构针对该文件，结合本部门职责和辖管范围，合作出台

一系列相关衍生政策文件。部门间因为总体政治目标一致

而紧密协作，使数字乡村发展战略良好落实。此外，除了政

治激励型府际合作，效益促进型府际合作也是数字乡村战略

中重要的府际合作关系类型。如国家发改委和教育部、住建

部、卫健委的合作受社会效益驱使，最大程度地利用数字化

技术发展乡村文化，合理配置乡村资源，以满足乡村人民在

居住、教育、思想文化等方面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3）数字乡村府际合作网络内合作机构逐次增加、合作

领域逐步多元、合作关系逐渐紧密。数字乡村战略是一项全

国、全方位、全维度深度部署的重要国家战略。首先，中共中

央近几年均把数字乡村战略作为重点建设内容编写在“一号

文件”中，并先后出台《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和《数字乡村

建设指南 1.0》作为行动指南，其次国家在 2020 年挂牌成立

国家乡村振兴局扶持乡村事业。大规模的战略部署使得越

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参与到政策制定与执行中，由此数字乡村

府际网络内主体不断增多，网络密度不断增大，联系日益紧

密，同时子关系网络也不断壮大。日趋庞大的关系网络使府

际间信息传递和沟通效率的要求逐步变得严格，综合管理部

门的核心统筹作用尤盛凸显。

44..33    研究意义研究意义

4.3.1  实践意义

通过分析数字乡村政策发文主体网络特征可以更好地

了解各机构在数字乡村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合作与互动情况，

以及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效率，为进一步探讨数字乡村政策提

供更全面的视角。通过研究数字乡村政策的府际关系，可以

更好地理解各部门政府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作用与影响，

从而有助于设计出更为科学和合理的政策框架，确保政策能

够有效落地。同时，深入了解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职责分配

和资源流动机制，有利于提高财政资金和技术资源的配置效

率，避免资源浪费。此外，明确数字乡村政策的府际关系网

络有助于强化政策执行的监督和考核机制，确保各项数字乡

村发展政策能够得到有效实施，并能及时调整改进。明确的

合作模式有助于减少不同中央政府部门之间的职责冲突和

行政摩擦，提高政府决策和执行的效率，探索出适合数字乡

村特点的管理机制，以更灵活、高效的方式推进乡村数字化

进程，形成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大合力。

4.3.2  研究局限

通过本文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公共政策发文主体合作网

络具有较强的协同性和高效性，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有力

的政策支撑。本研究目前只关注中央层面的府际关系，在未

来的研究中，研究者可以进一步关注不同行政等级政策的制

定者、实施者以及不同机构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权重和协同

作用，以期为数字乡村政策提供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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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Government Relationship of Central Government Based on Text Mining of Digi⁃
tal Rural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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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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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By excavating the text of digital rural policy, this paper reveals the cooperation and interaction be⁃
tween variou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s well as the efficiency of policy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and discusses the more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rural policy. 【Method/process】Based on 56 joint policy texts on digital village related content is⁃
su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various ministries and commissions from 2017 to 2023, this paper draws the cooperation network 
of the policy text subjects and analyzes the inter-government relationship by us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 and visual analysis 
tool Gephi, revealing th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and evolution between various government departments【Result/conclusion】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network of inter-government relations of digital rural policies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 stan⁃
dard, and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institutions shows a trend of parallel diffusion. The cooperation within the inter-government net⁃
work is divided into political incentive type and benefit promotion cooperation mode; The number of cooperative institutions in the digi⁃
tal village inter-government cooperation network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the cooperation fields have gradually diversified, and the co⁃
operative relationship has gradually become closer. 【Innovation/limitation】This paper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cooperation and inter⁃
action of various institutions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rural policy making, as well as the efficiency of policy making and implementation 
by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twork of digital rural policy issuing bodies, which can provide a more comprehensive perspec⁃
tive for further exploring digital rural policy.
Keywords: digital village; text mining; policy analysi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policy 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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